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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宣传·舆论监督·舆论引导:
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进路研究

沈正赋

摘　 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舆论的思想认为,舆论是“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

的表现”、报刊是“社会舆论的纸币”、报刊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舆论是

“批判的法庭”、舆论是“晴雨表”。 这些观点中包含着“舆论载体” “舆论宣传” “舆论监督”
和“舆论引导”的价值判断和理性认知。 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马克思

主义舆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有立足中国语境的自我演进与发展创新。 考察中国共产党

舆论思想发展的进路,尤其是观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不难发现,
“舆论宣传”“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是贯穿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始终的一条主线。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的新论述与新理念主要体现为:“两个舆论场”的划分和

判断缺乏依据;新闻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发射器”和“放大器”;发挥舆论监督包括互联网监

督作用;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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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作为一种社会介入因素和干预力量,在人类社会交往活动和信息传播实践中,为推动社会

的进步和发展,曾经发挥过和正在发生着十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从上古时期我国朝廷派

遣采诗官深入民间,进行田野歌谣、街谈巷议、坊间传闻一类的采风活动,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意大

利威尼斯商人,摇着贡多拉小船,到处打探出海的商品交换信息等情报搜集工作;从传统媒体时代报

纸、广播、电视、通讯社遍布全球,将新闻的触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到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人
工智能传播打破时空界限,无远弗届,实现人机一体化,中外古今,无论是何种朝代何种国家或政党

组织,都无不高度重视舆论信息的现实存在以及舆论载体的传播力、辐射力、渗透力与影响力。 舆论

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民间自发、自觉的自为状态,到政府或政党有组织、有意识地搜集、干
预和引导的演变,并且在传播实践中不断进行总结和反思,逐步形成了舆论思想的价值体系和理论

体系。 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就是立足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以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和道德理念为基

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舆论思想为核心理念和理论精髓,广泛借鉴并吸取西方舆论思想中契合人类

社会共同价值观的有益成分,在长期的舆论传播实践中通过不断地总结、涵化、修正和升华,而确立

起来并将继续发展和完善的一种先进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的发展中,“舆论宣传” “舆论监

督”和“舆论引导”是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三个理念和要素,也是在舆论传播实践中最讲究艺术、最
有效果的三种手段和方法。 笔者试图以“舆论宣传” “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为概念因子和引线,
着重从思想之源、演进之迹和发展之维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进路作简要的回溯和

探讨,以期找寻蕴涵在其中的规律性和价值性的本质所在。



一、思想之源:马克思主义舆论思想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舆论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奠

基作用,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舆论思想中国化的产物和结晶。
据陈力丹先生考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舆论”一词出现的频率高达 300 多次。[1] 此现

象说明两点:一是舆论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在社会交往中所起作用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关注;
二是舆论作为一种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和分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

舆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这样五个方面:
(一)舆论是“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现”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对公共舆论思想进行了原发性的阐述,他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公共舆

论”做过明确的界定:“个人所享有的形式的主观自由在于,对普遍事务具有他特有的判断、意见和建

议,并予以表达。 这种自由,集合地表现为我们所称的公共舆论”。 他认为,公共舆论是公民个人自

由言论的集合性表达,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 [2] 。 黑格尔强调了“伟大人物”对

于公共舆论的特殊影响和效应,在主观意义上肯定了影响时代和历史的精英人物或者是公众人物,
论证了人对于公共舆论本质上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控制作用。 16 世纪,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舆论进

行了关注并研究,相继提出了关于舆论的观点和主张。 到了 18 世纪之后,他们已经开始把报刊作为

无产阶级进行舆论宣传的工具。 19 世纪初,以圣西门、欧文和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

把报刊的功能提升到舆论引导和政治教化的重要高度,认为“在任何国家都有一种力量高于政府,这
就是舆论的力量” [3]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报刊实践提出并阐述了

舆论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把舆论视为“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现” [4] ;恩格

斯认为,“世界历史———我们不再怀疑———就在于公众舆论” [5] 。 他们认为“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
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 [6] ,反映了“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 [7] ,是“自然的、普遍存在的一

种交往形态” [1] 。 可见,无论是黑格尔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都对舆论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做了较

为明晰的界定,但是仅仅停留在个人和国家的层面,目光和视野难免显得较为短视和狭窄,尚未上升

到人类社会交往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层面上。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舆论的阐述则超越了个人和国

家的局限性,是站到人类社会的高度科学地观照舆论的应有之义的。
(二)报刊是“社会舆论的纸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报刊是最主要、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报刊是当时社会舆论的

承载物和传播工具。 报刊除了信息传递、社会沟通外,它的主要职责就是反映社会舆论和引导社会

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据此做出“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 [6] 著名论断。 在论及报刊与

舆论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曾借助德国的一则谚语对此做了较为生动的比喻。 他将“社会舆论比作

袋子,把报刊比作驮袋子的驴,也就是说,报刊是驮袋子———‘驮’社会舆论———的‘驴子’,即报刊是

表达、反映、体现、复述社会舆论的一种载体。 社会舆论和报刊的关系———‘袋子’和‘驴子’的关

系” [8] ,“为了打驴背上的袋子———即公众舆论———而去打驴子” [7] 。 一定范围内的社会舆论虽然对

报刊力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报刊又是一种有机的运动,它不仅仅是被动地接

受舆论,而且还能够影响舆论、干预舆论和控制舆论,甚至制造舆论。 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

就主张按照报刊自有的工作规律办事,通过表达舆论的方式来达到影响舆论的目的。 他认为,“‘自
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这种社会舆论”,[4]而且要“持续不断地影响舆论” [9] 。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办《新莱茵报》时指出:“报刊最适当的使命就是向公众介绍当前形势、
研究变革的条件、讨论改良的方法、形成舆论、给共同的意志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10] 马克思和恩

格斯关于“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论断,阐述了两者之间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关系或辩证

关系,即报刊作为舆论的载体,只有通过连续不断地反映舆论和表达舆论才能形成更广泛、更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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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舆论;舆论之于报刊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它迫使报刊在“反映舆论”和“歪曲舆论”之间必须做

出明智或不明智的选择,并以此作为判断的标准进一步确认和体现报刊的性质。 “报刊虽不能强迫

人们接受任何思想,但它又无处不在,无所不及。 报刊的生命表现就在于它与舆论间的不断

作用。” [1]

(三)报刊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
报刊不仅是社会舆论的载体,起着承载舆论、反映舆情的作用,而且还具有社会监督的特点。 报

刊被赋予社会监督的职责,既是社会大众对报刊寄予的道德厚望,又是报刊特有的一种权利或义务。
马克思在主持《新莱茵报》工作期间,就曾对报刊的舆论监督职能做过精辟的分析、深入的阐述和形

象的比喻,他认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

处不在的耳目。” [11]这是其“人民报刊”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媒体就应当站在大众的立场真正

代表大众的利益。 报刊是当时最广泛、最具有代表性的传播媒介,它以其特有的方式介入到社会生

活和人们的交往之中,无处不在、无时无刻地监督着社会机制的运行。 马克思、恩格斯将报刊的社会

监督职能归纳为两种基本表现,一是再现社会状况,尤其是令人不满意的部分。 为此,马克思指出:
“报刊不仅要撇开个别人的特殊意见来表达人民的信念,而且要说明这种信念的实质是合理的,难道

这不是报界对政府的职责吗?” [4]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阐明,“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

被压迫者辩护。” [11]二是批评和揭露权力组织、当权政治家的言行。 马克思指出:“报刊不仅有权利

而且有义务严密地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难道有人想剥夺报刊评论人民代表的议会活动的

权利吗?” [12] “据我看来,报刊有权冒犯作家、政治家、演员以及其他从事社会活动的人。” [13] 陈力丹

在分析中认为,报刊“再现社会状况”和“揭露违法行为”是它们职业范围内的事情,因而报刊职业和

监督职责基本上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 如果报刊在这方面所提供的材料丰富及时,不仅读者欢

迎,对报刊也有利。 所以在不涉及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不论出于何种具体的动机,报刊都在积极地、
自觉不自觉地履行着社会监督的职责。[1]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报刊应当在履行社会监督

职责上表现出大公无私和无所顾虑,因为“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 [14] 。
他们主持的《新莱茵报》在履行社会监督职责时无论对敌人还是对中间派、同盟者或工人运动中的各

种缺陷,均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在尽一个公众报刊的义务,一个公众报刊对社会

活动家是应该表现出高度警觉的。
马克思坦陈,报刊的社会监督并不能直接解决任何问题,它的力量在于广泛和公开的传播,公开

本身会带来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或鼓舞或压力,报刊的社会监督实际上会形成一种社会制衡力量,
对于抑制违法和侵权是有效的,通过公开事实而使当事的人民减轻精神上的压力和痛楚。 马克思虽

然发现了报刊在进行批评监督时也容易滋生攻讦、诽谤等一些问题,为此他多次斥责过这种“不负责

任的报刊”,但是他把自由报刊比作玫瑰花,对报刊的社会监督作用在权衡利弊的前提下予以充分肯

定,他指出:“请想一想,不容忍自由报刊上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利用它的长处。 不要玫

瑰的刺,就采不到玫瑰花!” [4]

(四)舆论是“批判的法庭”
“批判”包含着社会监督之意,“法庭”意味着肩负公平与正义地进行审判之意。 舆论是一种社

会可资利用的工具,也是一种社会稀缺的监督资源,它是公众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一种评

价尺度和衡量标准。 在商品经济社会,舆论又发展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的社会监督权力。 马克思

和恩格斯曾经将政府的行政权力、国民议会的立法权力和报纸的监督权力统称为“国家中的三种权

力”,其中“报纸的权力”具有“占有他人的意志”的作用,是“统治关系的前提”,[15] 舆论的力量不容

小觑,它是社会中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 [4] 。 舆论具有实现社会监督的功能,它是一只

无形之手会使当事者感受到一种被监督的无形精神压力。 1845 年,恩格斯在参与创办《社会明镜》
时曾把舆论监督比喻为“明镜”,他指出:“我们将无情地把每一个压迫工人的事件提交舆论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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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16]1850 年,不列颠政府允许普鲁士的密探在英国跟踪普国的流亡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在报纸

上大声疾呼:“我们能够用来对付不列颠政府这种步骤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公开地诉诸社会舆论。” [17]

在对舆论的监督功能和作用进行阐述时,马克思多次使用过“舆论陪审团” “名誉审判席” “批判的法

庭”等表述,恩格斯也使用过“舆论的权力”“诉诸公众”“诉诸公论”等用语。 当然,马克思也认为,舆
论除了本身具有“法庭”的作用外,它还能够推动立法,舆论是“可以为国家立法提供最丰富、最可靠

和最生动的资料。” [4]不过,“能够影响立法的舆论,通常不是某一方面的舆论,而是综合性的普遍的

舆论。” [1]可见,舆论的监督作用并非单一性的而是多重性的。
(五)舆论是“晴雨表”
德国政治学家、传播学者诺依曼认为,“舆论是我们的社会皮肤”。 一般意义而言,舆论是指对社

会意见的表征和对社会问题的反映,舆论被誉为社会状况变动的“晴雨表”。 作为一种意见的表达,
舆论与表达主体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涉及的利益阶层息息相关。 在阶级社会中,舆论的形成还不可避

免地具有一定的阶级性,“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同或相近的人们对一件事情的一致态度” [18] ,代
表和反映了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诉求。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和文

化的不断发展,以及人类社会交往的更加频繁,先进阶层和发达地区在舆论的发展和演进中自然扮

演起“领头羊”的角色,他们的舆论便成为整个国家或社会欠先进地区舆论的“晴雨表”。[1] 显然,在
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舆论的“晴雨表”功能赋予了新的内涵,做出了另一番解读。 在中古时期,由
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落后,社会处于相对封闭的运行状态中,相互之间缺乏互动

和交往,社会舆论也只是在各自的圈层内部实现着“体内自我循环”,差别虽有,但不是非常明显。 然

而,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打破了这种自然和空间的阻隔,人类社会的交往出现了革命性变化,在这种

相互联系和交往日趋频繁和密切的社会环境下,舆论也随之走出狭小的社会圈层,并且发生着相互

的碰撞,尤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化的出现,“在各方面和各地的舆论中,自然出现了‘领头羊’。
这种舆论的‘位差’成为现代舆论演进的动力之一。” [1]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先进思想群的舆论在

推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恩格斯曾经注意到,“当时在欧洲已经存在着一种文明的

‘舆论’。 ……一种在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以及 18 世纪法国其他作家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舆

论。” [19]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公众舆论的晴雨表”,雅各宾俱乐部受巴黎公社的积极影响,吸引并

聚集了一大批具有刚毅品质和爱国精神的先进代表,正是这个先进思想群在民众的推举中赢得了公

众舆论和行动的支持,从而建立了雅各宾专政政权。 而吉伦特派虽然“控制着雅各宾俱乐部,也就是

说,左右着公众舆论”,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勒·勒瓦瑟尔回忆录〉摘要》中所分析的那样,他们“蔑
视公众舆论,无力制止混乱,他们‘使自己失去了可以支配的对事件因势利导的手段’” [20] 。 因此,吉
伦特派在议会选举中落败便不难理解。 由此可见,舆论的“晴雨表”对于民意而言是具有导向性和决

定性的作用。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舆论的思想认为,舆论是“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

现”、报刊是“社会舆论的纸币”、报刊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舆论是“批判的法庭”、
舆论是“晴雨表”。 显而易见,这些观点中就基本包含着“舆论载体” “舆论宣传” “舆论监督”和“舆
论引导”的价值判断和理性认知,而且几乎呈现出一一对应的关系。

二、演进之迹: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的理论建构

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思想拥有两大基本来源: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舆论的认知、态度和理念;
二是马克思主义舆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直接影响。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尊重舆论反映民

意的基础上,逐步强化舆论的宣传、监督和引导的功能与功效。
(一)舆论概念的提出与初始形态:中国共产党舆论观的早期萌发与生成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新闻思想中,最先把“舆论”作为一个固定名词或概念提出来的是陈独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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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创立者之一的陈独秀在其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中曾开宗

明义地指出:“本志宗旨,重在反抗舆论。” [21] 他在这里所说的舆论显然不是指民意,而是指党见,他
认为报刊应担负起“传达社会正义、引导正确舆论的作用” [22] 。 陈独秀在《反抗舆论的勇气》一文中

还指出:“舆论就是群众心理底表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古今来这种盲目的舆

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 反抗舆论比造成舆论更重要而却更难,投合

群众心理或激起群众恐慌的几句话往往可以造成力量强大的舆论,至于公然反抗舆论便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了。 然而社会底进步或救出社会底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

是不合理的。 此时中国底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 [23] 几乎在同一时期,尚
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也对报刊的任务和使命作出了积极的倡导,要求报刊善于“立在社会

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而纳人事于轨物” [24] 。 在领导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报纸“造
成舆论”的先导作用。 此后较长一段时期,在中共领导层中的讲话和文件或各种正式场合中,就很少

能听到和看到“舆论”一词再次被使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当时美国政府发表了《白皮书》,表达了

坚决反共反华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的态度是采纳了中国和世界的舆论,而中国共产党却无视中外

舆论一意孤行。 为此,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据理力争,严正反驳道:“艾奇逊们对

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 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
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 [25]这里他将舆论分为“人民的舆论”和“反动派的舆论”。 到了 1955 年 5 月,
毛泽东又在《驳“舆论一律”》中提出“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的观点,即“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

论不一律的”,但在对待敌人时则“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 [26] 。 对于毛泽东这段论述,胡耀

邦曾在 1985 年做过评价:“我认为,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驳‘舆论一律’》中指出我们社会的舆论是一

律、又是不一律的那些道理,还是讲得好的,至今仍然值得认真研究和领会。” [27] 此后,在论及舆论与

夺取政权的关系时,毛泽东又曾经论述了舆论的地位和作用,他在 1959 至 1960 年间学习苏联《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小组上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
是一般规律。” [28]由此可见,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舆论思想的精髓,为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的建构作了开创性和历史

性的贡献。
(二)从舆论机构、舆论工具到舆论宣传:舆论的新闻属性逐步得到确认和巩固

改革开放之前,舆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认知中尚属民意的范畴,属于大众意见的代名词,它与新

闻媒体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 然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舆论开始与新闻传播工作发生一定程度的

勾连,在这个时期的领导人讲话和相关文件中频繁、密集地出现了“舆论”一词,而且用它来表述新闻

宣传事业或机构、媒介或工作本身等,此举表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国人在思想解放和观念变

革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1. 作为机构的表述,一般有“舆论机关”“舆论部门”之说

1981 年 1 月 29 日,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文中明确提出:
“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党的舆论机关。” [29]1985 年 2 月 8 日,胡耀邦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中指

出:“党的新闻机关就经营来说也是一种企业,但它们首先是舆论机关。” [27]1987 年 1 月 28 日,中共

中央在《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强调:“今后,舆论部门都要严守党纪国

法和工作纪律,严格实行责任制,建立必要的检查和审查制度。” [30] 很显然,从这几个文件中不难看

出,无论是舆论机关还是舆论部门,都是把它作为新闻机构来看待和指称的,相当于我们后来所指的

“新闻媒体”和“新闻单位”。
2. 作为新闻媒介的表述,一般有“舆论工具”之说

虽然经常有学者把新闻媒体与新闻媒介混为一谈,实际上两者是有显著区别的,媒体一般指的

是机构,而媒介往往指的是介质与载体。 1987 年 3 月 29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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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中要求,“有关报刊的工作人员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
策,……不允许利用所掌握的舆论工具宣传反对党的政治主张。” [31] 这里所说的舆论工具就是指诸

如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 相对于一个时期曾经把媒介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提法,“舆论工

具”这种新表述及其所包孕的新思想和新内涵,其内在意义非同寻常,不仅在理念上有所创新,在思

想上有所进步,而且还是时代发展的一大表征。
3. 作为宣传工作本身的表述,一般有“舆论宣传”之说

如果说“舆论机构”是指从事舆论工作的单位,“舆论工具”是指开展舆论工作的媒介,那么“舆
论宣传”就是指从事舆论宣传工作本身。 1987 年 5 月 13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宣传、
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话的主题就是“部署舆论宣传工作” [30] 。 1988 年 2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中宣部、广电部、新闻出版署和中央主要党报等联合举办新闻改

革座谈会,该座谈会纪要指出:“我们的新闻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搞活,
一方面又要在重大问题上坚持舆论宣传必要的集中统一。” [32]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即改革开放时期

在党内文件的表述或领导人讲话中已将“舆论宣传”提到了重要的位置,虽然尚未完全替代原有的

“新闻宣传”概念,但起码已把它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说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舆论思想的发展

由先前的“二水分流”进入到“异源合流” “异质同构”的新境界,党的新闻舆论思想初露端倪,渐入

佳境。
(三)从批评报道到舆论监督: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思想的历史性嬗变

在中国,舆论监督这个词最初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此前一直沿用的是“批评与自我批

评”或“批评报道”。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明确提出并倡导开展报刊批评与监督,1931 年创刊的

《红色中华》,其职能就是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的责任” [33] 。 1942 年 4
月,《解放日报》在“致读者”中提出:“报纸应该是我们党手中的有力的自我批评的武器,对于自己队

伍中的错误和弱点,党报应该以实事求是的同志的态度加以批评和指责,帮助其克服和改正。” [34] 新

中国建立之初,报刊的批评职责通过党的一系列文件进一步得到强化。 1950 年 4 月 19 日,中共中央

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明确指出:“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

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

误的自我批评……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使
得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 [35]这一决定强调

开展自下而上的新闻批评,赋予报刊在批评上以更多的自主空间与权利。 1954 年 4 月,毛泽东在对

宣传工作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要求,“报纸上的批评,要是实行‘开、好、管’三字方针。” “开,就是要开

展批评。 不要怕批评。 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 好,就是开展得好。 批评要正

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 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 管,就是把这

件事管起来。 这是根本的关键。” [36]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

决议》,《决议》指出:“为了切实保障在报纸上正确地健全地充分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报纸编辑

部要在党委领导下积极地负责……做到实事求是。”同时要求“党委要对报纸编辑部经常给以关于开

展批评的具体指示” [37] 。 1956 年,中共中央又颁布了《进一步开展报纸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

定》,对于报刊批评的政策作了局部的调整,要求“报纸批评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

点,而不是一般劳动人民,同时报纸除了不得批评它所隶属的党委和上级党委外,它的批评范围不应

加以限制” [37] 。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一直到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是在不断强化报纸的“批评与

自我批评”功能,尚未把“舆论”与“监督”联结起来而提出“舆论监督”的概念。
有学者经过一番考察后发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提法在我国新

闻媒体上的使用频率逐步降低,其内涵开始收缩,专指党内监督。 最先由“批评与自我批评”所指代

的党外监督被一个更具时代感和概括力的概念———“舆论监督”代替。[38] 特别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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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将“舆论监督”写入报告之中,报告指出:“要通过各种

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

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从此,“舆论监督”正式成为中共的政治理

论话语,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层面,并开始融入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在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的发展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39]此后的中共十四大到十九大报告均毫无例外地使用了“舆论监督”这一概

念,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把舆论监督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之中,给予高度重视。 习近平在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

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 [40] 在这里,习近平作出了两

个全新的重要论述和论断:一是贯通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 6 种监督资源,二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 可见,舆论监督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觑。
(四)正视舆论导向的价值属性:党对舆论潜在价值和作用的发现与阐发

从语言学上来看,“舆论导向”是一个偏正词组,它强调“导向”是舆论本身所带有的一种自然属

性和功能,而且这种属性和功能是潜在的,是舆论天然的客观属性。 当然,对于主体的人来说,这种

与生俱来的导向虽然不是人能够创造和建构的,但是它的存在是可以被发现、被合理和有效利用的。
也就是说人可以因势利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此进行适当的干预,使其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

发展,而不是任其肆意疯长,蔓延扩散。 承认舆论具有导向的属性正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

具体体现。 既然是导向就有其所指,就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十字路口,它到底通向何方? 合目的性、
合规律性的方向就是正确的方向,反之则是错误的方向。 舆论导向亦是如此,根据不同的价值判断

标准,舆论导向也存在正确和错误之分。 概而言之,舆论导向是指显性或隐性存在于舆论中的引导

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开始重视舆论导向是在 1989 年“政治风波”发生之后。

1989 年 11 月 28 日,江泽民在中宣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讲到政治风波教训时说,这次风波中最大的

问题是不少新闻单位“在舆论导向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 [41] 。 江泽民在 1994 年 1 月 24 日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正确引导舆论,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非常重要的工作……舆论导向正确,人
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 [42]1996 年 9 月 26 日,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再

次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性,他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

之祸。” [43]这就是舆论导向“福祸论”的著名论断。
2002 年 1 月 11 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一定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

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开拓

创新的良好氛围。” [44]这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对江泽民新闻舆论思想的继承,也是对

舆论导向作用和功能的强调。
(五)讲究舆论引导的艺术和效果:中国共产党新闻执政理念的调适与提升

“舆论导向”潜在价值与功能的发现与阐发,为“舆论引导”思想的生成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这种

过渡意味着以客观性为主要特征的“舆论导向”,逐渐被以主观性为能动因素的“舆论引导”所牵引

和驱动,其结果便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有机整合与统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闻执政理念的一次新

的调适、拓展与飞跃,为党的舆论思想开辟了新的腾挪空间与发展境界。
虽然早在 1994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就提出过“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和“正确引

导舆论”的观点,但当时“舆论”和“引导”只是两个相邻的词语组合,还不是以一个独立的概念出现。
真正将“舆论引导”作为一个特有的、固定的新词推向社会、推向大众的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

领导集体。 2002 年 1 月 11 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要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讲究舆

论宣传的艺术,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和效果。” [44]这是“舆论引导”首次被提出,这一概念的提出

绝不仅仅是一个新概念代替旧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丰富,舆论引导起码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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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作为、顺势而为等意蕴。 过去遇到舆情习惯采取“堵”与“灌”、面对社会舆论简单采取消极回避

甚至漠视的做法与态度,显然都不符合新形势发展的要求。 新时期,面对舆论之势既要敢于和善于

进行适时“疏”与“导”式的化解,也要能够积极而有效地进行干预式的引导。 2008 年 6 月 20 日,胡
锦涛在视察人民日报社发表重要讲话时就舆论引导作出明确的指示和要求:“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

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 “要把提

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进行深入研究,拿出切实措施,取得新的成效。”特别是在强调舆论引

导的针对性和必要性时强调:“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 [45] 此

即著名的舆论导向“利误论”思想。
正如一位学者所阐述的,“福祸论”强调的新闻舆论问题是“舆论导向”,“利误论”强调的新闻舆

论问题是“舆论引导”,两者的侧重点显然是有所区别的。[46]胡锦涛对舆论引导工作作出的一系列论

述,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和新的理论发展水平。
(六)舆论引导力构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的崭新命题与新境界

如果说舆论引导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艺术,那么如何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就显得

至关重要。 舆论引导力为舆论引导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与支持。 胡锦涛在执政期间就曾

多次提出过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的思想和观点,比如在人民日报社考察时就要求新闻媒体“高举

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放在突出位置,进行深入研究,拿出切实措施,取得新的成效”。[45]

然而,“舆论引导力”作为一个概念却是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提出来的。 2016 年 2 月 19 日,习近

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47]此时,“引导力”是第一次被正式提出。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再次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48] 。
所谓引导力,一般是指新闻媒体根据自己设置的议程或议题,引导受众进行思考,或者是引导他

们朝着预设的方向去认识和理解新闻的一种能力。[49]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新时代的舆论工作所面

临的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舆论思想的内涵必然随之发生改变,仅仅强调舆论引导显

然是不够的,如何加强舆论引导力建设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传播手段的建设和创新是增强引导力

的重要抓手和保障。 舆论引导力建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建设的崭新命题,引导力和传播

力、影响力、公信力一起构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工作建设和创新的四大生产力要素,它们已

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舆论思想中重要的、核心的概念,是我们进一步推进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三、发展之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的新论述新理念

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舆论思想的继承,也是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与时俱进的发展,虽然它依然处在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之中,但作为历史阶段性的理论成果在特定

时期一定具有所处时代的鲜明特征。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的发展,尤其是习近平关于新闻

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就体现为一系列的新论述与新理念。
(一)“两个舆论场”的划分和判断缺乏现实依据

任何舆论的生发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场域就是舆论发生

的社会环境及其生态环境,因此舆论场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刘建明认为,舆论场是指:“包含若干

相互刺激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 无数个人的要求、愿望、主张、态度,只有在一定

场的制约下,经过多方位的交错、协调、组合,才能形成一致意见。 舆论是场的产物。”“环境是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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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人们所形成的各种舆论圈只有在共同空间的刺激、容纳下才能形成大规模的共同意见。” [50]

然而问题在于,新媒体时代是否就一定存在所谓的“两个舆论场”?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有人提出

“两个舆论场”的概念,认为在当下中国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

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

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信、BBS、QQ、博客上议论时事,针砭时弊,品评政

府的公共管理。 此观点认为,“传统媒体所营造的意见环境,与草根民意经常相互冲突,甚至分歧巨

大。” [51]甚至有观点认为,如果两个舆论场根本不能重叠,主流媒体就有丧失舆论影响力的危险。 显

而易见,这些结论大多属于假设和猜想,并且把“两个舆论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进行看待和分析,
实际上其划分的前提是不存在的,这种假设也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在当今中国社会,其实只存在一

个大的社会舆论场,即使在形式上硬要划分两个舆论场的话,那么两者在认知和观点上也是基本一

致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相左、不协调或相互矛盾冲突的现象和局面。 如果在网络上偶尔出现此

类情况,那也只是网上个别人、少数人的意见和看法,尚不构成舆论,更未形成舆情,因而无法上升到

舆论场的高度。 新媒体时代过分夸大舆论的负面功能和影响是片面的和有害的。 因此,习近平在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严肃指出:“坚持党管媒体原则,还有一些重要问题要深入研究,还有许多

工作要做。 有人说,当下中国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党报党刊党台、通讯社为主体的传统媒体

舆论场,一个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舆论场。 ……这些看法是错误的。” [52] 习近平总书记这个

判断是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媒体格局、媒体生态及其媒体管理

方式,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认知。
(二)新闻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发射器”和“放大器”
习近平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十三亿多人口,每天发生着大量事件,也存在着大量问题。

新闻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发射器,也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如果只看到黑暗、负面,看不到光明、正面,
虽然报道的事情是真实发生的,但这是一种不完全的真实。” [52] “有些事情特别是一些没有什么意义

的事情,不报道不会产生什么社会影响,而一旦经过媒体传播和放大就会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

响。” [52]无论是社会舆论的发射器还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无疑都是在强调舆论宣传的独特价值和

功能。 对于社会舆论来说,“发射器”是指报道还是不报道的问题,“放大器”是指如何报道的问题,
这显然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社会舆论就像是“活报剧”,每天都在上演着,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常

态,社会舆论不一定都具有新闻价值,也不需要一一进入新闻媒体关注和报道的视野。 对于新闻媒

体而言,“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多宣传什么,少宣传什么,都要从大局出发,体现大局要求” [53] 。 新

闻媒体在报道和传播社会舆论时要基于这样三个基本认知和判断:一是社会舆论要具有传播价值,
符合新闻传播规律。 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媒体第一要求,反映社会本质而不仅仅是社会现象是其选

择的重要标准和条件。 本不该报道的事情如果报道和传播出去,就像战场上发射了不该发射的子弹

或者导弹,其杀伤力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社会舆论即使生成了,如果不具备传

播的价值和条件,那么其销声匿迹是早晚的事情;如果传播出去,就可能成为大众关注的对象和议论

的焦点。 二是社会舆论的传播要富有正能量和建设性。 新闻媒体向来被党和人民赋予一定的社会

责任,因此它要对其传播的社会舆论承担责任,只有那些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同频共振的社会舆

论才能成为主流媒体聚焦的目标,这样报道出来的舆论所激发起来的往往是社会正能量,给人以鼓

励与鼓舞的力量,给国家的稳定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提供“压舱石”和“推进器”,是推动时代进步

的一支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和建设性力量。 三是社会舆论的传播要满足社会大众的利益诉求和理

性诉求。 新媒体时代,人们的诉求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但诉求的合理性也应当成为新闻媒

体拷问的对象,有些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一己之私,罔顾传播的社会效果,恶意在网络上散布一些负面

信息,通过炒作形成舆论,这样的社会舆论理应受到新闻媒体的冷落。 换言之,新闻媒体不能迎合少

数人的不合理诉求或低级趣味,而是要尽量满足社会大众的知情权、合理的利益诉求和高尚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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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 总之,对于社会舆论来说,新闻媒体报道与不报道涉及传播的价值问题,需要传播者权衡利弊

做出准确和理性的判断;至于如何报道、怎么报道,那就关系到传播的规律性和目的性问题,需要传

播者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政治大局意识,对舆论传播做出科学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审慎抉择。
(三)有效发挥舆论监督包括互联网监督的作用

习近平强调:“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 新闻媒体要直面我们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和阴暗面,激浊扬清,针砭时弊。 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意见大反映多

的问题,要积极关注报道,及时解惑释疑,引导心理预期,推动改进工作。” [52] 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监

督工作的重要论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闻舆论工作应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下发挥舆

论监督的独特作用。 “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应该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54] 舆论监督工作与正面宣传工

作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它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并行不悖的。 人民群众通过媒体

监督党和政府工作、反映意见呼声,有利于改进党和政府工作,疏导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促进问

题解决,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握好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的有机关系,协调好

两者的合理布局和统一部署,让舆论监督成为正面宣传的重要辅助工具和补充力量。 二是把新闻舆

论监督与其他形式的监督贯通起来,形成监督合力。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将包括舆

论监督在内的多种形式监督与党内监督结合起来,增强监督合力。 在各种监督形式中,舆论监督是

加强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最经常、公开、广泛的一种监

督方式。 当前,在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反对腐败的时候,特别要发挥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让腐败现

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新闻媒体应立足自身的优势,肩负起舆论监督的重任,对工作中出现的问

题和各种腐败现象进行大胆的批评和揭露,从而保证各级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三是在新技

术、新媒体的条件下加强互联网的监督作用。 习近平在 2016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

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个重要手段就

是发挥舆论监督包括互联网监督作用。” [55] 习近平高度重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建设,高度重

视发挥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独特功能和价值。 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很多

网民自称为“草根”,网络就是现实中的“草野”。 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
互联网既是大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也是反映社会问题和民间舆论集聚的重要平台。 新闻媒体要

善于在互联网上发现舆情动向,把新媒体作为及时广泛收集社情民意的信息窗口。 习近平要求各级

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

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

取。” [55]互联网不再是“舆论飞地”和“虚拟空间”,它已成为信息传播的集散地和舆论斗争的前沿阵

地,舆论监督的触角要及时延伸到这里,充分发挥它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干预作用。
(四)加快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

习近平强调:“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不断发展,使互联网的社会动员功能日益增强。 要传播正能

量,提升传播力和引导力。” [56] “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57] 互

联网作为社会舆论新的载体和传播场域,已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其影响范围和阈值已经完

全超越了人们的一般性认知和预期,成为新闻舆论工作的主阵地、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成为可能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变量。 在互联网日益普及并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资讯平台之时,要把

网络舆论引导作为重中之重来抓,牢牢把握网上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

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新局面,增强针对性,实施分众传播和舆论引导,追求成风化人的社会效

果。 因此,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做好网上新闻舆论的引导工作,已成为摆在新闻舆论工作者面

前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新媒体时代,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
要把握网络舆论的传播规律。 习近平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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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58] 互联网时代,舆论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
论是舆论的传播格局、传播方式,还是舆论环境、媒体格局;无论是传播主体、传播渠道,还是传播对

象、传播效果等,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我们必须顺应并把握这种传播规律,积极引导网络

舆论的走向,主动设置议题,因势利导,做到网上网下同频共振,相辅相成,形成合力。 二要加强网上

正面宣传。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网上正面宣传,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
“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把握好时度效,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凝聚

社会共识。” [59]相对于传统主流媒体,网络等新媒体上的负面信息较多,批评声、谩骂声俯拾皆是,不
绝于耳,如果任凭这种现象滋生和蔓延,那么社会风气会受到毒化,社会秩序会受到破坏,导致舆论

空间的一片混乱和浑浊。 因此,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创新重大主题网络宣传,增强网上信息内容的吸

引力、感染力和传播力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三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习近平强调:“网络空间

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 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
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 [55]在新媒体时代,网络空间容易滋生谣言,容易诱发低俗、庸俗和媚俗等

现象,容易助长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影响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育和养成。 因此,我
们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

来” [58] 。

四、结语

考察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的进路,尤其是观照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不难

发现,从舆论宣传到舆论监督、舆论引导,其发展脉络非常清晰,发展的核心理念十分精确。 从发展

动力学角度来看,“舆论宣传”“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是贯穿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发展始终的一

条主线。 中国共产党舆论思想的核心观点及其理论特色主要体现为:在舆论载体的建设上,“喉舌

论”“党媒姓党”“媒体融合”等思想一以贯之,且不断得到强化;在舆论宣传工作上,坚持党性原则,
坚持政治家办报等理念,成为维系新闻传播工作的生命线,提倡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提高新闻舆论的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在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关系上,强调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的一致

性,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上,要求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新闻志向和工作取向,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概而言之,在中国

共产党舆论思想的建设和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及中国特色新闻

传播学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建构,由此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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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nsus Propaganda,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ublic Ppinion Thought

Shen Zhengfu(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on public opinion are that public opinion is " the actual embodi-
ment and distinct expression of general relations" , the press is“ the paper currency of public opinion" , the
press is " the tireless revealer against power" , public opinion is " the critical court" and " the barometer" .
These views contain the value judgment and rational cognition of " carrier of public opinion" , " consensus
propaganda" , "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and "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
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ublic opinion thought not only inherits and develops Marxist thought
of public opinion, but also carries out self-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Chinese con-
text.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ublic opinion thought, especially accord-
ing to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the work of news public opinio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 consensus propaganda" , "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and "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ct as the
main line runn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a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ublic opinion
thought. In the new era, the new propositions and new idea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public opinion thought are mainly embodied as:the division and judgment of " two fields of public o-
pinion" lacks the basis;the news media are the " transmitter" and " amplifier" of public opinion;the supervi-
sion of public opinion should include the supervision of the Internet;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pattern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should be accelerated.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thought of public opinion; consensus propaganda;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public opinion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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